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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与
“文化主义范式”的确立

肖 伟 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与索绪尔把语言学作为符号学的一部分相反，巴尔特把符号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巴尔
特在《物体语义学》《符号学原理》等符号学篇什中，通过引借与改造结构语言学的术语，主要围绕着四对核心

概念即“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段／系统”“外延／内涵”展开，初步构建起文化符号学术语系统。巴尔特

文化符号学催生出了人文科学的“文化主义范式”，并使之得以正式确立，为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研究取向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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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首次运用语言－符号学模式对原始文化进行了结构主义阐释，

那么，罗兰·巴尔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则是运用与列维－斯特劳斯几乎同样的模式对流行服饰、饮
食、家具、摄影等当代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解读。虽然巴尔特在学术生涯的后期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文
本模式，但在早期著作中非常倚重索绪尔、叶姆斯列夫等语言学家的观点，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

他主张语言符号系统实为一切非语言符号系统的基础或构架。换言之，一切非语言现象隐含有语
言结构或准语言结构，不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还是工艺品、家具、服饰、饮食等，所有这些非语言符
号都具有语言符号的结构性特征。用巴尔特自己的话说，就是“世界上具意指性的事物永远都多多
少少和语言混合在一起：我们不会在其纯物态中意指物体系统。语言永远介入，像是一个调节
者”［１］１８８。因此，我们对种种非语言性的符号系统以及各种不同意义的“行为式样”和“文化现象”的
读解，都是通过语言的描述来实现的，语言是符号乃至任何其他意指系统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巴尔
特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还远不能肯定在人类语言之外还能找到任何一种广泛的
符号系统。在生活中一旦接触到具有深刻社会学含义的系统，我们马上会遇到语言。他说：“虽然
符号学在一开始只是研究非语言实体，但它迟早会在其研究过程中遇到语言（即普通意义上的语
言）。语言不仅是符号学的一个模式，而且还是它的组成部分，替代传递物或所指。”［２］２６１因此物体、

图像、行为方式等确实具有意指功能，甚至规模很大，但这些符号系统都渗有语言成分，否则无法自
主地实施意指。至于成批生产的物件（衣服、食物等），它们只有借助语言的帮助才享有符号系统的
地位，语言用名词术语来代表它们的能指，以它们的用途和目的来命名它们的所指。总的来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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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似乎是越来越难找到一种其所指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图像和物体系统，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依
赖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认识某一实体的意指作用。于是，符号学通过操作性概念从语言学中产生了。

在巴尔特看来，语言学本身正在经受着分裂，一方面，语言学正在趋向形式的一极，像经济计量学一

样越来越变得形式化；另一方面，它正吸收越来越多并越来越远离其最初领域的内容。正如今日经

济学的对象无处不在一样，语言学的对象也是没有限制的。简言之，“或者由于过度节制，或者由于

过度饥渴，或者因为过瘦，或者因为过胖，语言学正在解体。对我来说，我把语言学的这种解体过程
就称作符号学”［２］１９２。

鉴于上述情形，巴尔特因而宣称应该倒转索绪尔的“语言是符号之一种或一部分”的观点，他

说：“语言学不是总的有关符号的科学的一部分，或其特殊的部分。与此相反，符号学倒是语言学的

一部分。准确地说，它是语言学中涉及讲述中大的表意单位的部分。”［２］２６２与索绪尔把语言学作为
符号学的一部分相反，巴尔特把符号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因此，他的符号学就被称为准语言

式文化代码论或文化符号学［３］①。《符号学原理》（１９６４）作为巴尔特文化符号学理论的代表作，通

过引借与改造结构语言学术语，其建构主要围绕四对概念而展开，即“语言（Ｌａｎｇｕｅ）／言语（ｐａ－
ｒｏｌｅ）”“能指／所指”“组合段／系统”“外延／内涵”，初步构建了文化符号学术语系统，论述了符号学

的研究目的，为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的研究取向打下了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原则。

一、语言／言语到符号的嬗变

大约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巴尔特在阅读索绪尔、叶姆斯列夫和雅各布森等人的语言学著作中，发

现了语言学、符号学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理

论启迪下，注意到了语言与文化间的相融性与相通性。他曾将结构主义界定为“从当代语言学方法

中引出的、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法”［４］。针对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在人类语言之外存在着被发现

的大量符号系统的情况，巴尔特认为存在着一种对于符号学的需要。受到索绪尔想要建构一门普
通符号学的激发，他旨在创立一个普通符号学体系，他把这种学科称为“元语言”研究，或者说是一

种“超语言学”（ｔｒａｎ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他在《符号学原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ｌｏｇｙ）导言中指出：

　　索绪尔在他出版于１９１６年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存在着一门包括语言学在内

总的有关符号的科学，简称符号学。它的目的是要包括任何符号系统，而不论它们的内容和范

围；形象，姿态，乐音，物体或所有这些要素复杂的结合，它们构成了仪式、惯例或公共娱乐的内
容：这些事物如果不构成语言的话，那么，它们至少也是一些具有意指作用的系统。毫无疑问，

社会通讯的迅猛发展使表意媒介的广大领域变得特别重要。与此同时，诸如语言学、信息论、

形式逻辑学和结构人类学等学科的成就，又为语义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现阶段，存在着一种

对于符号学的需要，这种需要源于现代世界的特定历史，而不是来自某些学者对时尚的追

逐。［２］２６０

这里，巴尔特开宗明义地道出他的符号学体系直接仰赖于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语言／言语”

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核心概念，巴尔特也以此作为其文化符号学理论的出发点。他对文学文本

与大众文化的符号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创新，都源于对“语言／言语”这一对概念的深刻理解。与索绪

尔有所不同，巴尔特更偏重于从生成、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语言／言语之间的内在关系。“语言与言

语，这两个词项中的任何一项，只有在彼此相互关联的辩证过程中才能得到充分界说。没有言语就
没有语言，离开语言也就没有言语。”［２］２６５真正的语言学实践就存在于这一相互交换中，它们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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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又辩证互动的进程中，双方才能获得各自完整的意义。语言存在于社会群体的“说话的大众”

中，是同一社会的人们言语实践所积蓄的总和。个人的言语，它只能从语言中提取出来，往往只占
语言的一小部分。从历史发展来看，言语实践总是先于语言系统，言语在历史中的缓慢演变促进了
语言系统的演变和形成，随之又反过来制约和规范个人言语。巴尔特说：“总而言之，语言既是言语
的产物又是它的工具，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辩证关系。”［２］２６６与索绪尔的观点一样，巴尔特
也认为只有语言的科学，而不存在言语的语言学，因为任何言语一旦成为传达交流，其过程已受语
言规范的制约，就已经是语言的一部分了。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接受，尤其是对语言、语言系统
和语言结构的关注，体现出巴尔特“严格保持着结构主义的正统观念”［５］。

为了解决索绪尔语言／言语之分过于抽象的形而上弊病，巴尔特还描述了叶姆斯列夫语言划分
的三个层次：图式（ｓｃｈéｍａ）即作为纯形式的语言，它就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规范（ｎｏｒｍｅ）即作
为物质形式的语言；用法（ｕｓａｇｅ）即在某一社会中盛行的一套习惯。由于规范是纯方法论上的抽
象，而言语是具体实例，因此在语言分为三层次基础上，巴尔特发现了一个新的两分法———图式／用
法，它取代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法。虽然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对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的
学说做了说教性的描述”［５］，但他从这些学说中发现了在语言理论与语言实践中语言和符码
（ｃｏｄｅ）、言语和信息（ｍｅｓｓａｇｅ）的对等关系。在言语的组合中，言语除了语音的千变万化以外，它在
具体交流中的重复出现就形成了符号。现实中言语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符号的多样组合过程。

在符码与信息这一结构关系中，信息具有阐释和说明符码的属性，巴尔特称之为“阐明性解释”。这
样，巴尔特告别了纯抽象的形而上的语言／言语结构理论，转向于对符号信息意义层的研究。他指
出：“从演绎的角度来看，观察符码与信息竞争是有益的。我们已看到，用皮尔士的术语来说，转换
词是指示性符号，或许正是由于转换词我们才有必要研究那类出现于语言范围内的，尤其是某些文
学话语形式内的信息之符号学定义。”［６］１０

使准语言学符号学即语言－符号学分析广为流行的第一位学者，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他以语言学结构为模型不仅分析了口头语言的神话现象，而且分析了非语言的社会结构与野性思
维，在其理论中语言结构成为社会结构的“蓝图”。在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掀起的结构主义
思想浪潮中，法国学者对社会文化现象所进行的准语言式分析研究较为热衷。巴尔特说：“梅洛－庞
蒂也许是第一个对索绪尔发生兴趣的法国哲学家。他把索绪尔的区分法看成是叙说言语（ｓｐｅａｋ－
ｉｎｇ　ｓｐｅｅｃｈ）与被叙说言语（ｓｐｏｋｅｎ　ｓｐｅｅｃｈ）之间的对立。他还扩大了这一概念，假定任何过程都以
系统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样就发展了一种事件和结构之间的对立。这一理论在历史学中极有成
效。索绪尔这个概念在人类学领域中也有重要发展，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全部著作中都非常明显地
提到了索绪尔。……在从妇女的交换到亲缘结构的过渡中可以看到过程和系统之间的对立。……

人们赖以编制自己的言语的语言具有无意识性。这一思想与拉康的思想很相似。根据拉康的理
论，性力本身被表达成一意指系统。”［２］２７２－２７３巴尔特在这里概述了语言学与人文科学符号学分析之
间的关系，看到了索绪尔语言／言语这对概念在元语言学领域和语言学以外即社会学、哲学、历史
学、人类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等领域得到了丰富的发展，由此他假定语言／言语是一对普遍性范畴，它
包括所有符号系统，所以可以直接把它们运用到人类语言之外的传达领域，巴尔特明确地说：“语
言／言语这对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是明显的。”［６］１０在他看来，索绪尔的语言概念与社会学家涂尔干的
集体意识概念之间有显然的类似性。语言相对于“集体意识”，而言语则相对的是独立于集体意识
的“个体性”。这两个社会学概念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在索绪尔及其以后的语言学建构和发展中被
消解了，语言学倾向于采用语言制度的内在分析法，“而内在性概念是与社会学研究相抵触的”［６］１０。

为了将语言／言语从与社会学相抵触的内在性中挣脱解放出来，巴尔特注意到在上述各个人文学科
借用语言／言语结构概念并使之具有内涵意义的种种理论实践的探索中，这对概念在索绪尔那里被
消解的社会意义又得以重见天日。从这些先行探索者这里，巴尔特不仅受到了莫大鼓舞，而且更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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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他把符号学归属于语言学范畴，进而探究和论证语言既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又是无限意义的源
泉。巴尔特之所以反复确认“语言／言语”这对概念的社会学意义，其意图并不是要去重构语言学，

而是为了论证以语言学模型的符号学或“超语言学”也必定具有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从而打通立足
于内在性的语言学用于探究外在广阔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途径与形式，并为提出符号意义生成的
新机制打下基础，进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学。

从《符号学原理》整个论述方式上看，巴尔特并没有致力于建构一个系统严密、逻辑自洽的普通
符号学体系，他的理论表述始终不脱离具体的文本，解决实际的问题才是他构建理论的最终目的，

这使得他与理论一直保持“稀松”的关系，菲利普·罗歇据此说：“巴尔特没有认识论体系，只有一些
方法论，一些跨学科的（甚至反学科的）精巧的拼凑。”［７］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建构过程就一直与符
号的社会应用和实践紧密相连，把语言的范围扩大到人的各种社会行为，如人的服装、饮食、家具等
领域中。与此同时，他对“语言／言语”二分对立模式有所修正，在符号学的表述中，语言已经不再是
语言学那里的纯粹的和抽象形式意义上的语言，它已经涉及在语言之下的表意。巴尔特将这种建
立在语言形式基础上的具有“表意”和“意指”功能的符号学语言表述称为“第二语言”或“第二系
统”、“元语言”，它的“基本单位不再是符素或音位，而是指示构成语言的基础的事物和事件的更大
的讲述片段”［２］２６１。巴尔特以修正后的“语言／言语”为参照，分别对非语言的文化现象即服装系统、

饮食系统、汽车系统和家具系统的意指机制进行了探讨。在对服装文化的分析中，他根据通讯媒介
的性质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系统：（１）时装杂志中用语言形式描述的服装，类似于概念性服装，它是
由符号和规则组成的一个系统，因此相当于语言；（２）摄影照片中的服装，它作为符号具有两重性，

作为时装设计组推出的服装本身具有语言的特性，而穿着服装的模特，她穿着服装以后就具有独特
的适用性、标准性和个人性，“结果她就代表一种固定的没有任何结合自由的‘言语’”［２］２７４；（３）日常
生活中实际被穿着的服装，它相当于“言语”过程。那么，服装结构的“语言”是什么呢？巴尔特指
出，它包括：（１）衣服的各部分、腰身或细节之间的对立系统，它们的变化将引起一种意义改变（戴一
顶贝雷帽和戴一顶圆顶硬礼帽意义不同）；（２）衣服的各细节部位按身躯和厚薄不同彼此相结合的
诸规则。而所谓服装的“言语”则包含着各种不规则的制作因素或个别的穿着因素。概而言之，服
装式样（ｃｏｓｔｕｍｅ）是语言，服装（ｈａｂｉｌｌｅｍｅｎｔ）是言语。这种二元对立的辩证关系同样体现在饮食系
统中。在巴尔特分析的饮食文化中，该意指系统的“语言”由以下几部分组成：（１）排他法则（可食／

不可食之物的禁忌）；（２）单位的意指对立（如咸的／甜的对立类型）；（３）同时性（在一份菜的水平上）

或相续性（在一套菜的水平上）的关联法则；（４）用餐礼仪，它相当于一种饮食“修辞学”。而相当于
“言语”的部分是一切极为丰富的烹饪或组合的个人或家庭的差异。巴尔特认为菜单这一例子就能
很好地阐明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份菜单都是参照某一种民族的、地区的、社会的结构编
排形成的，但这种结构的内容又会随着时日和用餐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体现，这就像说话者使用的
语言形式，会按照所传递信息的不同，发生自由的变化和组合。总的说来，作为各种言语的某种沉
积的习惯用餐法构成了饮食语言［２］２７５。

巴尔特运用“语言／言语”二分对立模式对服装系统、饮食系统等现象进行文化符号学解读，尤
其是后来以《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一书为代表的准语言学的文化现象系统研究，促使
人们注意到一般文化现象的系统性，即文化对象与其他相关对象之间的意指关系，以及文化对象内
部各成分之间也存在的相互意指关系，从而增加对文化对象意义形成方式的认识。正如乔纳森·

卡勒尔所说：“在用语言学模式研究这些材料时，符号学家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建立区分和规约系
统，这些区分和规约使一组现象能对一个文化的成员具有意义。”［８］在区分与辨认过程中，启迪人们
对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进行深层次探究与思考，进而揭橥符号意指意义以及各种社会文
化现象和实物隐藏着的真相及其本质内涵意义。巴尔特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与结构虽然源于语
言学，是“语言／言语”这对概念扩展到非语言领域的具体应用。但由于语言学只解释和分析传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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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形式，并不涉及内容和意义，所以它论述的对象往往是抽象的语言学概念；而符号学所依据的
对象是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或非语言的实物，所注重解析的是这些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符号意指系
统本身的内在结构及其意涵。从语言学语境向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使得它们之间不可能是单一
的完全等同式的关系，这自然会导致这对语言学概念向符号学延伸会带来一些问题，因此在应用时
要根据相应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巴尔特指出，把“语言／言语”概念引进符号学主要产生了两个较大的问题：

首先，在大多数其他符号系统中，语言不是由“说话的大众”而是由一组决策人制定的，也就是
说，“语言”服从集体的制约作用。这要归结于语言系统和符号系统不同的构成来源。在语言学模
式中，任何成分不经过言语的实验就无法进入语言，反之，言语如果不从语言“库藏”中提取的话，这
种言语因不具备交流性，那么只是一种无效语言，也就不可能存在，这说明言语在交流言说中受到
语言共享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制约。而作为符号系统来源的语言决策集团，往往是视野多少有些狭
窄、人数很少的技术专家或零散的鲜为人知的组织，他们综合多方面因素直接制定该符号系统的
“语言”。不像语言学中的言语参与语言的构成，符号学中只要求使用者遵从这些人工编制的逻辑－
技术“语言”，从中抽取信息，这就是说，“言语”不需要参与符号语言的制定。我们可以看到在流行
服装系统中，其中的流行语言显然不是由穿着服装的“言语”构成，而更多是由时装设计师或设计团
队决定的。事实上，如果流行服装语言是取之于“说话的大众”全体“言语”的话，那么流行服装也就
是失去它的独特性和时尚性了。

其次，在有些符号学系统中，“言语”的方式极其有限，并不像发音语言中的“言语”那样具有无
穷的组合方式。这是由于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具有与语言学不尽相同的任意性特征。语言符号的任
意性是指该符号产生时就先天获得的任意称谓，而一旦被人们认定后，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能指与
所指的关系时，语言符号所意指的内容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武断的。所谓“任意”是逻辑上的“无
逻辑联系”，“武断”是社会心理上的“无需理据”。语言符号的任意武断性，就是说符号与意义的结
合方式不可能也无需论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任意性）它不是‘取决于个体的自由抉择’这一
意义上的任意性。相对于概念来说，它是任意的，因为它本身与这概念毫无特定的关联。整个社会
都不能改变符号，因为演化的现象强制它继承过去。”［９］在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自然联
系的根基，因此，原则上我们可以拿任何东西来指称任何东西，在这样一个“以无显无”的可能性世
界里，言语自然具有了无穷的组合方式。而符号学中所强调的符号任意性是指一个符号系统中的
与言语相对的语言项，不是通过约定俗成而是由决策集团方面任意决定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可以
看到在汽车和家具系统中结合变化和自由搭配的范围都是很小的：在模型和它的“实施”之间几乎
没有什么余地。很显然，相较于语言符号而言，这些系统中的“言语”很弱，其组合方式也就有限。

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最终还是要归咎于符号学中的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它显示出各种“本有的”

连接。虽然语言符号中的象声词、感叹词具有“语音理据性”，复合词或词组也具有排列方式的理据
性，但总体上看，语言符号相较于与符号学中的符号而言，它与意义之间更缺乏理据性。如果按皮
尔士的分类，他根据与对象的关系把符号分为三种：像似符号或图像（ｉｃｏｎ）、标示符号或图标（ｉｎ－
ｄｅｘ）、规约符号或象征（ｓｙｍｂｏｌ），前面两种均是有理据性的符号。这些显示出各种“本有的”连接的
理据性符号由于受现实自然情境的束缚，不可能具有无穷的组合方式。这表明在任何系统中，“语
言”与相应的“言语”之间都可以建立起一种比例关系，只是这种比例关系随着不同的符号学系统而
有所区别［２］２７７－２７９。

二、能指／所指与意指

索绪尔利用“能指／所指”这组关系，对被指示的事物或概念（所指）以及起指示作用的事物（能
指）作了根本性的区分，并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赋予符号以意义。同样，巴尔特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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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关系视为所有符号系统的核心。我们从索绪尔有关语言学的论述中明白，能指并不只是单纯
地代表着业已存在的所指，实际上，能指通过对现实的划分，以及从散乱的经验中“裁剪”出形态，也
起到了塑造所指的作用。能指和所指之间任意性关系的要义就在于所指的任意性或创造性，即每
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浑然不分的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既然所指也是符号
的一部分，那么语义学就必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部分。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巴尔特认为“符
号学未来的任务”与分类学很相似，我们应该“去发现人类实际经验中的分节（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方
式”［６］３３，也就是说，要探究符号系统在对世界进行切割和分类时的往往带有任意性的划分方式。巴
尔特在索绪尔“能指／所指”概念的基础上，吸收了叶姆斯列夫的层次理论，指出符号是一个包括能
指和所指的复合词，能指的平面构成表达层面，所指的平面构成内容层面，每一个平面都包含两个
层次：形式和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于是，作为能指表达层面由声音实体（发音的音响、音质）和发音形
式（声音、字符的构成规则）构成；作为所指的内容层面由内容的实体（情感、观念等）和内容的形式
（语义标记的组合形式）构成。这样，巴尔特在语言符号基础上构建起符号学的符号理论和结构体
系，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参照语言符号来预测符号学符号的性质。

巴尔特进一步指出，符号学符号和语言符号模式一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但是它在实体这一
层次上与语言符号不同。就能指层面来说，与索绪尔语言学符号中的声音能指不同，它通常表现为
实体的形式，如物体、手势、图画形象等。巴尔特说：“能指的实体始终是物质性的。”［２］２９０由于实物
的物质性质不一，他主张将“由同一物质承载”的能指类的符号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符号称谓，

诸如语言符号、图形符号、形象符号、姿势符号等。他把这种具有同一物质性的符号集合称为典型
符号。很显然，巴尔特注意到“能指”概念的质料实体性以及能指分类与系统结构化过程的关系。

他认为，能指的分类其实就是系统的结构化；系统的结构化过程借助对立替换法把“无限”的信息流
切分成一个个最小意指单位，接着将这些单位分成纵聚合组，最后对连接这些意指单位的横组合关
系进行分类。巴尔特赋予能指一词以极强的意义，它指对象不仅载有它们借以进行沟通（通讯）的
信息，而且也构成着符号的结构化系统，即基本上是由区分、对立和对比所组成的系统［１］１８８。后来，

巴尔特将符号学由语言学转变的切入点定位在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上，其中的隐喻实际上是能
指的纵聚合关系，而换喻就是能指的横组合关系。他说：“雅各布森有关隐喻式和换喻式话语类型
的论著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而且为我们指出了一条从语言学通向符号学的道路。”［２］３０１

巴尔特以服装系统为例，一套服装不同部分的组合，如裙子、衬衫、外套的组合搭配，就是换喻
横组合层面上的话语表现，也就是说，只要不属于同一种类的变项，就可以同时体现在同一个支撑
物上。它所涉及的是一套服装穿着的形式，虽然这种组合搭配类似于个人“言语”，可以自由多样，

但同时它又受到类似于“语言”的约定俗成的集体观念的束缚。换言之，服装组合搭配形式自由是
有限度的。因此，关于意指系统中这类换喻性组合，巴尔特说：“符号之间的组合是自由的。但这种
自由即‘言语’要受监督。”［２］３０７与换喻横组合关系相比，隐喻纵聚合层面上的联想则自由得多，也丰
富得多。如同样在服装系统中，隐喻纵聚合层面上的话语表达是指同一种类的变项不能同时体现
在同一个支撑物上：领子不会同时敞开又闭合［１０］。也就是说，在身体的同一部位不能同时穿用衣
服、附件与细部的集合。如模特儿不能同时穿上既是宽松的又是紧身的衣服，或不能同时戴上“无
边女帽、宽边女帽、窄边女帽”等，因为这些构件的任一选用都会引起相应意义的改变，如不同女帽
的选用会或多或少喻示诸如时尚流行、主人公审美情调、个人衣着风格、习惯及修养等意义。这样，

在服装系统中隐喻纵聚合层面上的联想自然非常丰富，意义变化也相应地任意、自由而多样，且意
义更为含蓄蕴藉。巴尔特还特地谈到了这两个语言平面的“违例”现象：隐喻纵聚合层面会逾越渗
透到换喻横组合层面，而反之，换喻横组合层面也会向隐喻纵聚合层面逾越渗透。对于这两个平面
的重叠现象，是对它们正常关系的“违例”，是“畸形的”，但正是在相互逾越所连接和交界处成为创
造性活动最活跃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也许正是围绕着这种违例出现了大量的创造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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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似乎是美学领域的背叛和对语义系统的背叛之间的交合处。”［２］３２１

在索绪尔语言学符号中，所指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事物”在人们意识中的再现，即所谓“心
理表象”。由于这种所指观念仍旧带有心理研究的印记，巴尔特更倾向于斯多葛派对所指的看法。

他们将“实在物”、“心理表象”和“可言物（ｄｉｃｉｂｌｅ）”相区别，而所指对应的是“可言物”。巴尔特说：
“所指既不是心理表象也不是实在事物，而是可言者。所指既非意识行为亦非现实事物，它只能在
意指过程内部加以定义，这个定义几乎是同语反复式的：这就是使用符号的人用其意指着什么的
‘那种’东西。”［６］２３－２４按此说法，所指只是“能指所指出的东西”，这样一个似乎同义反复的定义，实际
上是巴尔特对叶姆斯列夫语言双重分节理论的改造与应用。叶姆斯列夫指出语言最基本的双重分
节，不是在词素与音素之间，而是在“表达”与“内容”这两个层面之间。双重分节就可以从语言学扩
展到所有的符号领域。表达层的单元是纯粹形式，是空符（ｃｅｎｅｍｅ）；相对应的内容层面是具体的
意义，是实符（ｐｌｅｒｅｍｅ）。两者对应却不一定重合［１１］９４－９５。这样一来，作为表达层之能指通过对现实
的分节，从散乱的经验中“裁剪”出形态，造成了所指的分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就把浑然
不分的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巴尔特因此建议符号学称为“分节学”（ａｒｔｈｒｏｌｏｇｙ），即分配的
科学［２］２９８。惟一能使所指与能指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具有中介物的属性。这种中介物特性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只要物件、形象、姿势等能指具有意指功能，所指就以之为中介指称着只有通过它
们才能表达的东西；二是所指不再直接指向现实，而是指向以符号为中介的抽象概念上的“某物”。

譬如说某一种运动衫具有“秋天在树林中的长时间散步”之表意的话，那么所指除了以服装能指为
中介来言说运动衫外，“同时也以一个言语片段为中介”来表达所指［６］２４。也就是说，这时所指指涉
的运动衫概念，已不再是专指某一种运动衫实物，而是指涉抽象意义上的一类适合休闲散步的运动
衫服装，同时也可意指轻松舒适悠闲浪漫的情调。

能指通过对现实的分节造成了所指的分节，它们结成一体的一个行为过程就是意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这个行为过程的结果或产物就是符号。反过来，也可以说符号是携带着意义的具体物或具
体行为。巴尔特认为符号学研究的是人类如何赋予事物以意义，即研究“大量异质的意指性现
象”［６］２。具体地说，近代发展起来的语言学主要研究人类如何赋予分节声音以意义，符号学则侧重
研究人类赋予不是声音的对象以意义。他说：“符号学就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接收了语言的不纯部
分、语言学弃而不顾的部分以及信息的直接变形部分：这也就是欲望、恐惧、表情、威胁、前进、温情、

抗议、借口、侵犯，以及构成现行语言结构的各种谱式。”［２］１９３这样一来，一些平常生活中的日常物件
如家具、饮食、服饰等，这些在符号学以前从未涉足的意指领域首次受到了关注，物体的系统、结构
方式、隐喻和换喻等“语言”谱式，这些长期以来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经由符号学的眼光，被摆置到
了学术研究的前台。获得符号学生命的物体，不再是僵死之物，不再是无生命、无历史、无情调和无
章法之物，而是从里到外闪耀着逼人的灼目光华。符号学说到底实际上是在探讨物体如何成为具
有意义的符号，也就是巴尔特所谓的“物体语义学”。在《物体语义学》中，巴尔特对物体在当代世界
的意指方式作了快速、概略的思考，这种思考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能指与所指到底是怎样实
施意指作用。

“物体语义学”既然旨在探究物体如何成为具有意义的符号，那么我们首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
去定义物体。巴尔特认为词典提供的定义十分模糊：物体是视觉所见者，即相对于思想主体而言的
被思想者，简言之，物体是某物（ｑｕｅｌｅｑｕｅ　ｃｈｏｓｅ），这个定义等于什么也没说。他指出，物体一词的
涵指实际上有两组。

第一组是物体的存在性或本体论涵指，物体被理解为一种事物的显现或存在，此事物不指人，

却多多少少一直相对于我们而存在，它在那里意指着，但它没有任何意义。巴尔特描述了这一涵指
物体的众多发展和文学性处理：萨特在《呕吐》中有若干篇幅描述了物体如何顽执地外在于人，存在
于人之外；尤内斯库荒诞戏剧以另一种风格呈现物体侵入无法自卫的人身，人遂为物体所窒息，它

０２１



被呈现为含有一种有待重构的本质；在新浪潮电影中，物体在其精确的呈现中被详细摹写，我们看
到物体朝向着无限主体的一种冲击，它具有某种无意义的意义。巴尔特关于物体的这种定义实际
上与法国新小说追求的“纯物主义”相一致。事实上，巴尔特正是从以罗伯－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
小说“视觉派”这里汲取灵感，在激赏他们的先锋写作之余，创造性地提出了中性的、不及物的“零度
写作”概念。所谓“零度写作”，就是要求写作者进行再现时完全排除人为的干预，主张非人格化，追
求零度状态的“视像”写作，同时抛弃那种以人的观点、感情去解释和反映世界的观点，而要如实地
把人看成是外在客体的“见证者”，用罗伯－格里耶的话说：“必须毅然决然地站立在物之外，站在它
的对立面。我们既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也不能把某种品质加诸它们、它们从来就不是人。它们总
是超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１２］为此，他们甚至要求祛除附加在世界之上的“意义”，在他们看来，

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简单。因此，意义只是附加在事物上
的，甚至是多余的，而真正本质的和无法削减的东西是那些具有现实性的姿态、物体、动作和轮廓
等。这种存在性涵指的物体由于要祛除附加其上的“意义”，因此显然无法实施符号学意义上的意
指作用，也就不属于巴尔特“物体语义学”所讨论的范围。不过，这些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
现的自然物，一旦“落到”人的意识中，也就是从存在性涵指转变为“技术性”或认识论涵指，就会携
带意义而被意识符号化，这些原本只有使用性的自然物也就变成了符号。

另一组涵指是物体的“技术性”涵指。在此物体被定义为制作物或生产物。它由标准化的、具
有形式并被规范化的材料所构成，即服从于制作规范和质量规范。于是物体首先被定义为一种消
费成分：电话、手表、饰物、碟子、家具等，它们按照成千上万种样例被千百万份地复制着，它们就是
我们通常所称的物品。这种概念上的物体或物品“不再冲向无限的主体，而是冲向无限的社
会”［１］１９０。巴尔特认为，后一种物体概念才能衍生出语义，只有这样的物体才能成为具有意义的符
号。对于当代世界广泛存在的这种“技术性”涵指的物体，一般把它定义为“用作某物的某物”。这
里物体完全被吸收进其用法的有限性之中，可以说完全被功能化：“物体被人用于作用于世界、改变
世界并积极地生存于世界。物体是一种行动和人之间的中介者。”［１］１９０这些扮演着“中介者”的物体
或物品原则上永远具有功能、用途和目的，我们以为只是将其经验为纯粹的工具，而在现实中它们
却并不只具有使用性，它们同时也是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们起着意义载体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物
体有效地被用作某种目的时，它也用作交流的信息，因此永远存在有一种超出物体用途的意义。从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用作交流的信息的物体无一能逃脱意义，换言之，它们都被认为携带了意
义而成为符号。

那么，物体的这种语义化过程是何时产生的，也就是物体的意指作用是何时开始的？巴尔特回
答道：“一旦物体被生产和被人类社会消费时，一旦它被人类社会制作和消费时，就出现了。”［１］１９０事
实上，在人类社会中，每一种实用物，或有实用目的的行为，都有可能携带意义而被符号化，换言之，

任何一种功能化的物体，都可以变成符号载体。这样就出现表意－使用性复合的“符号－功能体”
（ｓｉｇ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巴尔特以此指称兼有物的使用性的符号，“我们拟将这些原本是实用和功能性的
符号学符号称作符号－功能体”［２］２８５。例如使用雨衣是为了避雨，但它同时又成为表示雨天气候的
符号。只要存在社会，物体这种语义化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每一种使用都会转变为一种符
号。由标准化的、具有形式并被规范化的材料所构成并服从于制作规范和质量规范生产出来的物
品，就成为一种言语，一种表意形式的实质。巴尔特认为，物品使用的普遍语义化极为重要，它表明
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不被理解就不存在，这应导致社会学和社会逻辑学的相互融合。”［２］２８５事实
上，这些符号－功能体存在着一种必须分开的双重运动：它也可以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不作为
物存在，纯为表达意义，这是物的“符号化”（意义生成、增加）；它也可以向纯然之物一端靠拢，完全
成为物，不表达意义，这是物的“去符号化”或“物化”，即让符号载体失去意义，降解为使用物［１１］３１。

前面所述被符号化的雨衣，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件只有使用性的雨衣，例如没有下雨时它被搁置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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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时它在另一种语义体制中就只是避雨的工具。至此，我们就在一种理想的层次上对物体进行
了解剖。在第一阶段，物体永远对我们呈现为通常的、功能性的对象：它只是一种用处，一种人与世
界之间的中介。电话供打电话，橘子供吃。然后，在第二阶段，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功能永远具有一
种意义：电话表示某种世界中的活动样式，橘子意指着维生素、富有维生素的橘汁。第三阶段，在其
中出现了一种返回运动，它将使物体从符号返回功能，也就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去符号化”，降解为
使用物。

我们从物体语义化过程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符号－功能体”是由两个坐标来加以规定：一
个是深度象征坐标；另一个是扩大的分类坐标。换言之，符号一面和情境、现实相连，一面还和其他
符号相连。鉴于此，巴尔特认为我们就不能把符号本身当作能指与所指的惟一联系来对待，他建议
我们必须不再通过它的“构成”而是它的“环境”来研究符号［２］２９５－２９６。事实上，巴尔特通过对叶姆斯
列夫层次理论的吸收与改造，将意指系统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表达层面（ｐｌａｎ　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简称

Ｅ），即能指；其二是内容层面（ｐｌａｎ　ｄｅ　ｃｏｎｔｅｎｕ，简称Ｃ），即所指。意指的作用相当于意指涉及的两
个层面，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简称Ｒ）。这样，我们就有了ＥＲＣ。巴尔特设定这样
一个意指系统为“第一系统”，ＥＲＣ又可以成为第二系统的表达层面或内容层面，意指系统就会有
二级关系，如果按此推演下去意指就会具有无限衍生的能力。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如下图所示。

第一种情况图解为：

　　这里，第一系统的ＥＲＣ成为了第二系统的“表达层面”，或能指。第二系统可以表述为：（ＥＲＣ）

ＲＣ。巴尔特称第一系统为“外延”或“直接意指”，称第二系统为“内涵”或“含蓄意指”。“含蓄意指”

的能指也称作内涵物（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ｅｕｒ），由外延系统的符号（能指加所指）所组成。“含蓄意指”的所指，

其性质既是一般的、普遍的，又是分散的，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内涵系统
的所指的形式，而修辞学则是内涵物的形式”［２］３２５。第二种情况图解为：

　　这里，第一系统的ＥＲＣ成了第二系统的“内容层面”。第二系统可以表述为：ＥＲ（ＥＲＣ），巴尔
特称之为元语言（ｍｅｔａｌａｎｇａｇｅ）。他引用叶姆斯列夫的看法，指出元语言是一种操作程序，它建立
在“无矛盾性（一致性）、充分性、简单性等经验原则之上”［２］５７。元语言和含蓄意指不同，它正是将第
一系统中的符号构成自己的所指，而元语言处于直接意指的层次上，它本身也介入一个含蓄意指过
程中。这样以元语言为中介，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符号学意指系统的复合整体，图示如下：

　　从巴尔特构建的意指系统三个层面的结构来看，真实系统（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意指系统）构

２２１



成了元语言的所指，直接意指正是因为谈论一种意指系统，谈论一种语言（真实系统）而成为元语
言，它是一种以符号学为对象的符号学，而这种二级符号学（元语言）又成为含蓄意指的表达层面或
能指，这里，它以一种修辞学方式出场，同其内容层面或所指（意识形态方式）一道构成了含蓄意指
系统。从这个最终的意指图来看，符号学与意指系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此可以说展
露无遗、一目了然。事实上，不管是含蓄意指还是元语言，巴尔特通过吸收改造叶姆斯列夫层次理
论，在能指／所指二元式基础上提出了意指无限衍生的梯级方式。这种意指无限衍生的方式，实际
上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所坚持的无限衍义原则异曲同工。皮尔士所谓符号无限衍义原则，是指
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表意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１１］１０６。

三、皮尔士符号的三元结构

与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分法框架不同，皮尔士提出了符号的三元素方案。他把符号的可感知部
分称为“再现体或表象”（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它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个人来说，它在某个方面或以某
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这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它对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造出一个相
当的符号，皮尔士把它创造的这个符号叫做第一个符号的解释项（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而这个符号代表
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ｏｂｊｅｃｔ）［１３］２７７。这里符号的对象和解释项也就对应于索绪尔所说的所指。

皮尔士特别指出：“符号代表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它代表那个对象，但不是在所有方面，而只是
与某个观念有关的方面，……在这里，要从柏拉图哲学意义上去理解‘观念’。”［１３］２７７他的意思是，与
符号关联的对象（ｏｂｊｅｃｔ）并不是实在之物，而是符号的观念或理念式意指对象。赵毅衡指出，在符
号的文本表意过程中，“对象”比较固定，不太容易随解释而变动，而解释项却完全需要仰赖接收者
的解释努力才能产生。这样分解，就把符号表意过程的重点放到了接收这一端［１１］９８。皮尔士再三
强调，正因为符号有解释项，任何符号必须有接收者。换言之，符号的感知必须在接收者那里成为
一种被识别、被解释的体验，才可能被“符号化”而成为符号。从皮尔士上述对解释项的定义可以看
出，要说明一个解释项，必须开始另一个符号过程，“这个事物本身以同样方式指称这个对象（它的
对象），其解释项依次成为符号，一直到无穷”［１３］３０１。解释项是意义，但它必然是一个新的符号，因为
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再现。如此一来，在接收者心里，每个解释项都可以变成一个新的再现体
或表象，构成无尽头的一系列相继的解释项，因为解释符号的符号依然需要一个符号来解释。赵毅
衡说：“对象是符号文本直接指明的部分，是意指过程可以立即见效的部分，而解释项需要再次解
释，从而不断延展的部分。解释项不仅是能够延伸到另一个符号过程，解释项必须用另一个符号才
能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本身就是无限衍义的过程，没有衍义就无法讨论意义，解释
意义本身就是衍义，因此，符号学本质上是动力性展开。”［１１］１０４

如果我们对比皮尔士和巴尔特关于符号的无限衍义，可以发现巴尔特的含蓄意指系统和元语
言分别代表意义无限衍生的不同方式：

　　玫瑰的符号表现体→玫瑰→爱情

　　　　　　　　　　　（爱情）—→美好情感—→身心愉悦

　　　　　　　　　　　　　　　　　　　　　　（身心愉悦）→……

　　　　　　　　　　　含蓄意指

玫瑰的符号表现体→玫瑰→爱情

　　　　　　　　　　　（爱情）—→恋爱双方—→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

　　　　　　　　　　　元语言
前者表示含蓄意指系统，在这种无限衍义方式中，其中的解释项被接收者用其他解释项无限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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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构成了所指层面无尽头的一系列相继的解释项；后者所表示元语言的无限衍义，这种方式与含
蓄意指有所不同，其中的解释项不断回溯到创造出解释项的解释者那里，在能指层面回溯到最后的
结果就是皮尔士所主张的“人本身是符号”，一旦无限衍义就演化成“人的世世代代”是符号过程。

由此皮尔士直接得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个结论导向在一致性解释的符号学统一体意义上的“极
点”：“于是，思想的存在依赖于未来的东西；从而它仅只具有一种可能的存在，取决于共同体的未来
思想。”［１４］它们之间既然存在着如此内在关联，我们就不妨把皮尔士三元素方案与巴尔特提出的意
义无限衍生的梯级方式进行对照解读。在皮尔士的符号学中，再现体、对象、解释项所组成的三元
结构构成了符号间的语义、语句和语用等方面的生成游戏和互动游戏的机制。在其中，当一个解释
者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具体的解释活动和言语行为时，这个解释者的当下如其所是的
自我肯定行为就是该符号当下的解释项，而该过程的这个解释项所得到的具体呈现物就是对
象［１５］８６－８７。不过，在这个解释活动中所得到的“对象”本身也仅仅是一个符号，如此这般，它再一次进
入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所组成的三元化结构之中，于是，语义、语句和语用等方面的新一轮生成游
戏和互动游戏又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在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里，再现体属于质的范畴，而对象属于关系范畴，它是质被显现时所涉
及的一个关联物。这两者并不具有自身的确定性，而是作为质处于该关系中的一个显现。就该显
现而言，它不仅仅预示一个关联物，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以上所指的处于该关系的质所涉及的关联
物仅仅是一种具体现实性表现（约定化），而不是确定性描述的一种解释。由此，对质及其所处关系
的显现，恰恰表现了质的被显现过程（现实化）以及关联物的现实历史状态（约定俗成的方式）。这
样，显现指涉了一个解释项。因此，就显现以及所涉及的解释项而言，它表明了质所显现的方式（基
础）的现实化（就形式而言）以及所显现对象（关联物）的历史化（就内容而言）［１５］４１。概言之，以上有
关质、关系、显现以及它们所指涉基础、关联物、解释项，这三者构成语义、语句和语用等方面的生成
游戏和互动游戏，恰恰表现了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具有现实性过程。这种过程正是以上三个概念
的内在互动形式所致的偶然及其偶然性的过程。

从上述对照解读中，可以看出意指及其符号实际上是在能指与所指的行为过程中，以不同层级
方式被激发出来，其中既有语义层面的意义，又有社会文化和历史层面的意义；它除了真实意义和
历史意义以外，还同时在重叠和添加现象中表现出隐喻、类比等意义。这使得意指内涵不仅仅单一
地表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且具有深层次的多重多义的内涵意蕴。当符号学的这种复杂多义的
意指意义被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体验的信息接收者解读时，无疑会对符号意指的类比、隐喻
意义的理解更具层次性和多义性。巴尔特从物体语义学角度指出，物体的所指在相当大程度上不
是依赖于信息发出者，而是依赖于信息接受者即物体的解读者。这样一来，“一个物体出现时，几乎
永远有若干可能的读解，而且这不仅发生于一个读者和另一个读者之间，也有时出现在同一个读者
身上，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在自身都存有若干词汇，若干种读解潜能，它们依赖于读者拥
有的知识和文化层次”［１］１９６。这无疑会导致若干种不同意义的读解，且不管接收者在一个物体或物
体集合面前处于哪种程度的知识、文化和情境，我们会发现意义永远、处处穿越人和物体。

四、结　语

巴尔特文化符号学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一样，都是建立在语言学模型的基础上。

从巴尔特上述符号学意指系统的梯级结构中，很明显看出他最关注的和他研究分析的最终目的，并
不在元语言或直接意指层面，而在于含蓄意指系统。因为元语言作为“操作程序”或语言，它所意指
和处理的是真实系统，既包含真实事物如“穿着的服装”，又包含模拟对象如杂志上的“书写服装”。

从这个角度说，元语言具有操作程序和语言的方法论功用。但对于无限衍义的含蓄意指系统来说，

由于在更高的层级序列上，元语言的操作程序和语言功用会消失，它成了含蓄意指中具有修辞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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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意义的能指，也就成了符号的再现体，它因属于质的范畴而具有了本体论属性。而在含蓄意指层
面上，符号的功能与修辞学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在强调意指的作用优先于意指者时，符号的意
指系统才真正显示出其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来。事实上，由于含蓄意指层面上所指涉的内容已不
再是真实事物本身，也不再是模拟实物，所以其含蓄指涉的内涵意义对于真实事物来说就是“空
无”，即已是隐喻指涉的社会心态、意识形态和审美文化观念等［１６］。例如我们追逐时尚化的流行服
饰，其中隐喻的含义已与服饰本身相去甚远，它更多地是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审美品
位、生活情调乃至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这意味着符号意指的意义并不在被意指的真实事物本
身，而是在由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所组成的三元化结构的生成互动游戏之中，因此这种“空无”反
倒可以无限衍义，衍生出无穷的意义来。正是缘于含蓄意指系统隐喻含蓄的多层多义的符号和意
指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符号对象的面容，并尽可能地
通达事物的本质，在这里，一切平凡而普通的事物都会显示出丰饶的意蕴，甚至让“朝向着无限主体
冲击”的无意义物体也产生意义，所以巴尔特甚至把它看成是整个符号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他说：
“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一切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研究对象的模拟物），

建立不同于语言结构的意指系统之功能作用。”［２］５９

巴尔特代表的文化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显然是“文化转向”思潮衍生的结果，它是“语言学转向”

重要的一脉。对他来说，《符号学原理》一方面确立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他更强调语言
秩序对于世界秩序的优先性，尽管在书中没有正面探讨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哲理关系，但背后无疑隐
藏着语言优于世界这一哲学命题［１７］１１３。在巴尔特看来，由于我们对种种非语言性的符号系统以及
各种不同意义的“行为式样”和“文化现象”的读解，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个不可或缺的“中转站”才能
实现，因此他倒转了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强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这无疑给予
了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足够高的基础性地位。从《符号学原理》的结构上看，其符号学术语系统主
要围绕着“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段／系统”“外延／内涵”这四对概念展开，而这些概念也正
是索绪尔语言学系统的核心要素。从书的写作结构上看，每章开头基本上都是从描述索绪尔这几
对概念的内涵入手，然后再引述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等人的相关阐述，最后才表达自己构思出来
的符号学思想。索绪尔语言学模型成为结构整本书的内在框架，成为统摄每个章节的灵魂。难怪
弗朗索瓦·多斯略带批评地指出，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对索绪尔学说做了“说教性的描述”。

在某种意义上，虽然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缺乏一定的原创性，但在结构主义思想家阵营中，没
有谁比他整理得更系统、更细致、更具实用性。他在书中并不限于只介绍符号学的一般原理，他不
时地展示符号学的若干实践分析方法，譬如前面引述的对服装系统、饮食系统、汽车系统、家具系统
等意指作用的分析，显示出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寻求操作方法即“没有认识论体系，只有一些方法
论”的一贯立场。有西方学者认为：“巴尔特更多是一个文本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宏大的理论
家。”［１８］巴尔特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索绪尔语言学，原因就在于索绪尔语言学模型是一种普遍性的理
想范例，这种模式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他策略性地拿来作为分析形色各异的
社会文化现象的利器，正如汪民安所说，在《符号学原理》中，“语言学现在成为一个视点，它成为符
号学的基本方式，社会现在是种种剔除了具体史实背景和内容的符号学组织。它们被语言学切分、

定型和玩弄了，它充满着语言学事实”［１７］１１１。在这个“充满着语言学事实”的现实社会里，语言符号
成为构建现实形貌的本源性力量和基础，现在，社会现实不再独立存在，“只有语言存在着，语言和
世界也发生着关系，世界依赖于语言，它是语言的体现，语言的潜在反映，语言的面孔”［１７］１１０。如此
这般，现实世界于是浮到了语言符号的界面，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或文化化的世界。据此可以推
断，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及其后期思想衍生出的文本模式毫无疑问是“语言学转向”合唱中的主音
调，既是“文化转向”思潮直接的催生物，又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大陆学界对巴尔特文化符号学的引介，开始于１９８７年董学文、王葵根据英文翻译的《符号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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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１９８８年，李幼蒸选译了《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巴尔特首次以“符号学家”

身份得到呈现。９０年代以后，对巴尔特文化符号学有了相应研究成果，李幼蒸在《理论符号学导
论》中开辟专章对巴尔特符号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赵毅衡在《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导论
中对巴尔特的文化符号学在整个符号学发展谱系中的地位及他将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所做的贡献进行了评价。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巴尔特在大陆学界影响日渐扩大，出
现了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项晓敏《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
尔特美学思想研究》等，立足于巴尔特美学思想的批判性，旨在发掘其美学思想的伦理意义。钟晓
文《符号·结构·文本———罗兰·巴尔特文论思想解读》历时性地梳理了巴尔特文论，对其内在发
展逻辑进行了研究。在这些整体性研究的论著中，一般是开辟专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巴尔特文化
符号学进行解读，尤其是探讨了与索绪尔语言学的深层勾连，并用具体案例展示了这种符号学对当
前文化现象的巨大阐释力。鉴于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巴尔特创建的文化符号学和“文化
主义范式”，将对中国学界在符号学、文化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方面继续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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